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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育保障是提供生育期间医疗费用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的一个社会保障项目。我国现行

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着“碎片化”、公平性不足、实际惠及人数不多且运行效率不高等问题。根据“建立更加

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应当确立全民生育保障权益，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系———生

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建议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分拆，其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同时建立生育津贴制度，补偿生育者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基本收入，并将覆盖范围由工薪

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经测算，生育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维持在较低水平，将生育

医疗费用部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明显加重用人单位缴费负担，因而此项改革必要且可行。

［关键词］生育保障；生育津贴；生育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精算分析；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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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生育保障承担为生育者提供医疗服务、生育休假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的功能，关乎人类生息繁
衍和国家劳动力存续，因而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项目。我国以工薪劳动者为重点的生育保障制
度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５１年政务院发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对企业职工生育保障做了专门的
规定。同时，国家财政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提供生育保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开始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地逐步探索形成了社会统筹性质的生
育保障机制。１９９５年，《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开始试行。进入２１世纪，随着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实施，农村生育妇女和未参加生育保险的城镇户籍
生育妇女可以通过这两项制度报销部分生育医疗费用。２０１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第六章就生育保险制度做了全面规范。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就《生育保险办法（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生育保险适用范围、生育
保险基金筹集和适用、生育保险待遇、经办管理和监督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迄今为止，我国具有生
育保障职能的社会保障制度可归为两类：一是生育保险制度，面向工薪劳动者，包括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其他各类经济社会组织①，提供生育医疗费用和劳动中断收入补偿；二是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面向农民和城镇非工薪居民，提供生育医疗费用的部分报
销，但不提供劳动中断收入补偿。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我国生育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是有成效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障制度

实现了由单位生育保障向社会生育保险的转变；《社会保险法》颁布以来，正在进行机关事业单位与
企业生育保障制度的并轨，同时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其他各类社会组织纳入职工生育保
险范围；农村居民和城镇非工薪居民也可以从基本医疗保险中获得低水平的生育保障。但应该看
到，现行生育保障制度主要针对工薪劳动者，并没有充分考虑工薪劳动者以外社会成员的生育保障
问题，也就是说，制度设计者还没有将生育保障权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益。在这样的理
念指导下，生育保障制度虽历经改革，但依然没有实质性突破，其推进速度缓慢，惠及面狭窄，运行
效率不高，亟待改革。现行生育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可归纳如下：
其一，生育保障制度“碎片化”。生育保障需要有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但目前的生育保障

体系缺乏整体设计，“碎片化”现象严重。一方面，承担生育保障职能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多个（生
育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且制度之间难以衔接转换。另一方面，
每一个制度都是地区统筹（一般是县级或市级统筹），各地政策差异较大。这既影响公平，又影
响效率，还影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当然，批评制度“碎片化”，并不是无视地区差异，也不是强调
待遇标准必须整齐划一，而是要用一个制度框架去统一规范生育保障行为，并逐步缩小地区间、城
乡间的差异。
其二，职工生育保险参保率低。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工伤保险这四

个社会保险险种相比，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最少。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生育保险和其他四
个社会保险项目参保对象界定基本一致，这说明还有许多符合参保要求的职工没有被纳入生育
保障的范围（见图１）。事实上，现行生育保险不要求个人缴费，因此许多用人单位选择性参保。
同时，与其他险种相比，生育保险也没有引起职能部门的充分重视，这些都导致了生育保险参保
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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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社会保险法》实施时间不长，部分地区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尚未参加生育保险。



图１　五项社会保险在职职工参保人数（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①

其三，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根据现行制度安排，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适用不同的生育保
障制度，享受不同的保障待遇。较长一个时期以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享有良好的生育保
障，企业职工次之，农民和城镇非工薪居民基本上没有生育保障。目前，机关事业单位生育保障制
度虽已开始改革，但进展不快。农民和城镇非工薪居民的生育保障水平很低，尽管生育期间也中断
劳动，但却无法得到补偿，因为没有生育津贴，而且其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程度也很低。据初步估
计，如果不考虑城乡物价水平差异，２０１１年职工实际报销数额约为农民的４倍（见表１）。这种人群
分等、制度分设、待遇悬殊的生育保障制度安排，表明这一领域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因此，在生育
保障领域，不仅仅“结果公平”不足，“机会公平”也存在缺失。不能因为农民的生育机会成本低而忽
略了农民的生育津贴保障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们也要避免走向“绝对平均”这个极端。根
据我国的国情，要考虑不同群体生育机会成本的差异，一刀切式的公平并不是我们追求的公平。

表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参保人员生育次均补偿费用 单位：元

制度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职工生育保险 ５　０７１　 ５　０５７　 ５　２１３　 ５　２４５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２７１　 ３２９　 ３９１　 ４５２

　　注：（１）资料来源：职工生育保险数据根据历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生育保险支出和待遇享受人

数计算而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数据来源于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统计资料。

（２）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含生育医疗费用补偿和生育津贴两部分，根据２０１２年统计，生育医疗费用基金支出占总支出

的３５．５９％，按照这个比率计算，２０１１年职工次均生育医疗费用补偿约为１　８６７元，为新农合补偿的４倍多。

其四，生育保险制度运行效率不高。生育保险的一项重要待遇是生育医疗费用支付，而实践中
有不少医疗费用既可以属于生育医疗费用，也可以属于一般疾病医疗费用，因而生育保险基金与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在支付范围方面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再从筹资的角度看，生育保险制度明
确规定生育保险费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职工个人不必缴费，这就减少了生育保险基金的一个来
源，同时导致职工节约资源意识淡薄。

生育保障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界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而关于生育保
障研究的文献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路。他们论述的重
点是生育保障权益［１］、生育保障与人口素质［２］、国际经验借鉴［３］、生育保险扩大覆盖面等［４－７］；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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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数据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数据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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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出统筹解决农村居民生育保障问题，建立城乡一体的生育保障制度［８］。这些研究都具有启
发性，但缺乏相关论证及具体可操作的办法。还有部分学者就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方案，
比如通过职工生育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全民，在原有制度基础上
再为城镇灵活就业者、农民工、职工未就业配偶、在校大学生等分别设立生育保险（保障）制度［６］；设
计“非缴费型”的生育津贴制度［９］；生育保险筹资实现政府、企业和个人共担［１０］，强化政府责任［１１］

等。这些研究不乏新思路，但缺乏定量分析。
本文以增强制度公平性和提高制度运行效率为目标，提出我国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方

案，并进行精算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旨在为现行生育保障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提供技术支
撑，探索更加公平、更为有效的生育保障机制，使人人享有公平的生育保障，更好地促进劳动力再生
产和社会持续发展。

二、改革方案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应当把生育保障权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并按照“建立更
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要求，改革生育保障制度，形成新的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体
系———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具体地说，分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将其
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建立生育津贴制度，补偿生育者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
基本收入，并将其覆盖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体国民。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则：（１）体现公平
性。改革后的制度要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群体间生育保障权益的公平性，无论是工薪劳动者还是
非工薪劳动者，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等，都能享有在生育期间的医疗费用补偿和劳动中断
收入补偿这些基本权益。（２）提高制度运行效率。改革后的制度要能减少项目、简化设计，并解决
生育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界限不清的问题，能够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朝着城乡制度一体化方向
发展，并能够实现持续健康运行。（３）保障基本需求。根据“保基本”原则设置生育保障待遇，以保
障生育者基本医疗服务并补偿其因生育而中断劳动的基本收入为目标。

（一）制度框架

现行生育保险制度的待遇主要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事实上，参保人员在怀孕、分娩
期间产生的疾病费用等难以分清是生育医疗费还是疾病医疗费，许多情况下只能凭借经验确定。
而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本身都是提供医疗费用保障，两项制度具有较多相似性。因此，制度改革的
一个要点是，分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将其中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畴。这样既可以解
决现行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交叉问题，又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障的覆盖面，充分调动医疗资源，提
高制度运行效率。这样，职工（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
织等各类用人单位职工）、农村居民、城镇非工薪居民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用可以分别通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按照统一规则报销。需要说
明的是，这不是对《社会保险法》的否定，而是根据中共十八大关于社会保障“全覆盖、保基本、多层
次、可持续”的方针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建立更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精神，在《社会保险
法》基础上更具前瞻性的改革设想，是为建立统一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保障制度奠定基础。
其次，建立生育津贴制度，将覆盖范围由工薪劳动者扩展到全民。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生育

津贴这部分纳入生育津贴制度，同时将覆盖范围由职工扩展至全民，包括农民、城镇非工薪居民和职
工未从事社会劳动的配偶等。当然，生育津贴的享受只限于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范围的生育行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育津贴制度与现行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农村“少生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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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等补贴政策不同，前者是仅对生育期间因中断劳动而减少收入所设的一种补偿，而后者是对农
村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或少生孩子这些行为的奖励政策，两者的政策目标不同。建立生育津贴制度，
并将全体生育者的计划生育行为作为其保障范围，是基于将生育保障权作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
并承认妇女的非工薪劳动（包括家务劳动）。虽然农村妇女和城镇家庭妇女与工薪劳动者的劳动及
其收入表现形式有差异，在生育期间的收入损失数量也有差异，但非工薪劳动也是劳动，生育期间
她们无法劳动，而且需要有人照顾，实际上需要增加支出，或者是亲友之间的互助合作，需要通过自
己过去或将来的劳动来交换。
此外，实行生育津贴制度有利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第２６条

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
但事实上，这一条对工薪劳动者容易落实，而对工薪劳动者以外的群体，尤其是农民，一直未能得到
有效落实。实行生育津贴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条法律的落实。
通过以上两项改革，可使生育保障制度覆盖全民，制度简洁易操作，可大大提高制度的公平性。

生育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见图２：

图２　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方案

（二）筹资模式

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后，采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筹资模式，即现收现付模式（不建

个人账户）。这样会增加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责任。为保证基本医疗保险三项制度的可持续性，

应适当提高其筹资水平，本文第四部分将对此进行定量分析。生育津贴制度亦采用现收现付模式。

（三）资金来源

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个人不缴费，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缴费来源从用人单位

拓宽到参保人员、用人单位和政府三个主体。这有利于提高筹资水平，增强全社会节约资源的意
识，从而有利于实现制度持续健康运行。

生育津贴制度的筹资来源略为复杂。享受生育津贴的群体主要分为两类：工薪劳动者和非工
薪劳动者。对于工薪劳动者，由用人单位和政府补贴共同筹集资金。对于非工薪劳动者，津贴主要
由财政负担。与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一样，生育保障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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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思路，政府财政投入都是重要的筹资来源。

（四）待遇水平

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后，建议逐步统一三项制度中由生育产生医疗费用的报
销水平，即在统一的统筹地区，均衡三类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待遇，实现群体间公平。
生育津贴一般有三种发放形式：一是定额制，即不论参保人情况如何，均发给相同的固定数额

的补助金；二是比率制，即按照被保险人产前工资的一定比率发给生育补助金；三是额定制与比率
制的混合制。目前多地根据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基本以职业女性工资性收入为参考依据规
定生育津贴标准。为了防止地区间待遇攀比，建议根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等指标制定统一的生育津贴标准，兼顾地区间、城乡间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异。

（五）管理监督

为了保证制度的可持续运行，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通过科学的手段实现精细化管理。筹资
水平、待遇支付水平等的确定要经过缜密的测算与分析，既要保证参保人员的利益，又能够抵御基
金支付风险。对于生育津贴制度，要坚持生活保障性和政府责任性，从低水平起步，防止福利色彩
过浓，应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灵活调整待遇标准。

三、生育津贴制度精算分析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建立
覆盖城乡居民的生育津贴制度。本文将通过建立精算分析模型，从定量角度重点研究新建生育津
贴制度所需资金规模，分析制度改革的财务可行性。
首先，对未来领取生育津贴的人数进行预测，结合生育津贴待遇标准，对所需生育津贴资金规

模进行估算。考虑到不同类型生育者劳动收入的表现形式不同和在生育期间收入损失量的差异，
我们将生育者分成工薪劳动者、城镇非工薪劳动者和农民三类。

（一）生育津贴领取人数测算分析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对领取生育津贴的城镇就业女性人数以及城镇非工薪女性和农村女性人
数进行估算①。如前所述，这里的人数测算仅以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生育情形而言。

１．工薪劳动者领取人数估算模型
工薪劳动者领取人数估算模型如下：

ｔＰ１ ＝ｔＰｃ＋ｔＰｂ ＝∑
ω

ｘ＝π

（γｃｘ·ｔＷｃ
ｘ·ｔｒｃｘ·ｔμ

ｃ
ｘ＋γｂｘ·ｔＷｂ

ｘ·ｔｒｂｘ·ｔμ
ｂ
ｘ）

＝∑
ω

ｘ＝π

（γｃｘ·０Ｗｃ
ｘ－ｔ·ｔｐｆｘ－ｔ·ｔｒｃｘ·ｔμ

ｃ
ｘ＋γｂｘ·０Ｗｂ

ｘ－ｔ·ｔｐｆｘ－ｔ·ｔｒｂｘ·ｔμ
ｂ
ｘ）

其中ｔＰ 表示第ｔ年领取生育津贴的女性人数，ω和π分别表示生育津贴制度规定领取年龄的上下

限（暂定为４９岁和２０岁），ｔｒｘ表示第ｔ年ｘ岁女性劳动参与率，ｔμｘ表示第ｔ年ｘ岁女性就业率，γｘ
表示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率，ｔＷｘ第ｔ年ｘ岁女性人数，ｔｐｆｘ 表示ｘ岁女性存活ｔ年的概率，ｃ和ｂ分别
代表人口普查统计口径中的城市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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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非工薪劳动者人数估算模型
非工薪劳动者人数估算模型如下：

ｔＰ２ ＝ｔＰｃ′＋ｔＰｂ′＋ｔＰｖ

＝∑
ω

ｘ＝π

［γｃｘ·ｔＷｃ
ｘ·（１－ｔｒｃｘ·ｔμ

ｃ
ｘ）＋γｂｘ·ｔＷｂ

ｘ·（１－ｔｒｂｘ·ｔμ
ｂ
ｘ）＋γｖｘ·ｔＷｖ

ｘ］

其中，ｃ′、ｂ′和ｖ分别代表城市非工薪女性、镇非工薪女性和农村女性。

３．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参考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与全国１０％长表抽样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

《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０年全国按城市、镇、乡村分年龄、性别的０—４９岁人口数，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
全国分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率数据①。

４．参数假设
首先，关于生育率的假设。在模型中我们使用“育龄妇女分年龄、孩次的生育状况”统计数据，

在测算津贴领取人数时重点考虑生育一孩的女性，即在参数中只涉及“一孩生育率”，考虑到将来的
生育政策可能放开，在扩展模型中可加入二孩生育率。本文以２０１０年生育率统计资料为基础数
据，并假设未来１５年一直保持２０１０年的水平不变②。其次，关于失业率的假设。本文将女性的失
业率选定为９％和４％两种方案③，并假设在未来１０年内保持不变，且假设ｔｒｃ＝ｔｒｂ。最后，关于劳
动参与率的假设。现有文献中劳动参与率的最低值为７０％［１２－１３］，我们将其作为未来１５年城镇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即假设ｔμ
ｃ
ｘ＝ｔμ

ｂ
ｘ＝０．７。

５．预测结果
根据２０１０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和生命表相关资料，我们估计了２０１０年工薪劳动

者与非工薪劳动者分年龄育龄妇女人数（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０年全国育龄妇女人数测算结果 单位：人

年龄 工薪劳动者 非工薪劳动者 年龄 工薪劳动者 非工薪劳动者 年龄 工薪劳动者 非工薪劳动者

２０　 ４　９２０　２０９　 ８　９０５　６５４　 ３０　 ３　４１７　１２９　 ５　９０６　５１３　 ４０　 ４　５００　５３３　 ８　９０３　５６３

２１　 ４　７１８　７５６　 ８　４８０　１３８　 ３１　 ３　６３５　５５６　 ６　０８９　３２０　 ４１　 ４　０５０　５０７　 ８　１８２　０９９

２２　 ４　２７４　１６０　 ７　９１８　８８４　 ３２　 ３　５４８　１３４　 ６　０１６　９０７　 ４２　 ４　２８５　６３２　 ８　９６４　３００

２３　 ４　４３７　８１１　 ８　３８１　６０２　 ３３　 ３　２９０　８７４　 ５　５９９　３８０　 ４３　 ３　２３８　４８６　 ７　２６１　０４８

２４　 ３　９５４　７２２　 ７　４１２　００９　 ３４　 ３　６７６　０５６　 ６　４３６　５１２　 ４４　 ３　６３４　０８６　 ８　１２５　０３２

２５　 ３　４９０　９７８　 ６　４７２　７２１　 ３５　 ３　７２９　９６４　 ６　６３９　１２０　 ４５　 ３　６８７　６６２　 ８　０２２　３９７

２６　 ３　５１０　００７　 ６　３１９　８７８　 ３６　 ３　９５３　５２４　 ７　２６２　８１２　 ４６　 ３　６７６　７６７　 ７　８１１　８６４

２７　 ３　５６７　０７１　 ６　１１２　１５４　 ３７　 ４　１１６　５２３　 ７　５９０　３３２　 ４７　 ４　２８８　９６８　 ８　８７９　３９３

２８　 ４　１３９　４１４　 ６　９１１　１３４　 ３８　 ４　１７３　６８３　 ７　８９４　２１８　 ４８　 ３　０６３　７９４　 ６　７８６　４９２

２９　 ３　５７８　５３３　 ６　０７４　９２４　 ３９　 ４　２０３　９７２　 ８　０７０　７０７　 ４９　 １　７８５　１９２　 ３　８１５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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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下文测算农村人数时，以乡村数据为基础做近似测算。

本文选用２０１０年为测算基年，因此，此处“未来１５年”指２０１１—２０２５年，下同。

目前，统计部门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４％。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女性失业率约为９％。参见李实、邓曲恒《中国城
镇失业和非正规再就业的经验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２－１０页；战新华《重新审视城镇女性失业———从
“五普”数据看中国女性就业问题》，载《人口与经济》２００４年Ｓ１期，第７５－７８页。



在此基础上，根据工薪劳动者领取人数估算模型和非工薪劳动者领取人数估算模型，可以得到

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全国工薪劳动者与非工薪劳动者生育津贴领取人数估算结果，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全国生育津贴领取人数测算结果

（二）生育津贴制度财务可行性分析

为了分析制度建立的可行性，我们需要对其财务可行性进行定量分析。下面将分别对工薪劳
动群体和非工薪劳动群体进行测算。

１．基本模型
对于工薪劳动者，筹资来源主要是用人单位。本模型按照每年“基金支出＝基金收入”的等价

关系建立模型，不考虑之前年度的基金累计结余，记基准年为ｔ＝０，预测未来１５年的用人单位缴费
率：αｔ＝Ｄｔ／Ｅｔ。其中津贴总支出Ｄｔ为：

Ｄｔ＝βｄ（ｔＰ
ｃ·ＳＣｆｔ ＋ｔＰｂ·ＳＴｆｔ）（１－ｔｗｘ－ｔｒｘ）＋θ２βｄ（ｔＰ

ｃ·ＳＣｆｔ ＋ｔＰｂ·ＳＴｆｔ）·ｔｗｘ＋
θ３βｄ（ｔＰ

ｃ·ＳＣｆｔ ＋ｔＰｂ·ＳＴｆｔ）·ｔｒｘ

缴费基数总额Ｅｔ＝ＳＣｔ·ｌｃ＋ＳＴｔ·ｌｂ。其中ＳＣｔ、ＳＴｔ 分别代表城市、镇就业者第ｔ年平均工资，

ＳＣｆｔ、ＳＴｆｔ 分别代表城市、镇女性就业者第ｔ年平均工资，ｌｃ 和ｌｂ 分别代表城市、镇就业者总人数，

ｔｗｘ 和ｔｒｘ 分别代表ｘ岁育龄女性生育一孩人数中双胞胎、三胞胎所占比重，β代表津贴标准比率
系数（θ２β、θ３β分别代表双胞胎、三胞胎津贴标准比率系数），ｄ代表津贴发放天数。
对于非工薪劳动者，筹资来源主要是财政支出。我们将预测非工薪劳动者的财政资金需求量，

并评价财政支出能力。生育津贴财政支出模型构建如下：

Ｇｔ＝βｄ（ｔＰ
ｃ′·ＩＣｔ＋ｔＰｂ′·ＩＴｔ＋ｔＰｖ·ＩＶｔ）（１－ｔｗｘ－ｔｒｘ）＋

θ２βｄ（ｔＰ
ｃ′·ＩＣｔ＋ｔＰｂ′·ＩＴｔ＋ｔＰｖ·ＩＶｔ）·ｔｗｘ＋

θ３βｄ（ｔＰ
ｃ′·ＩＣｔ＋ｔＰｂ′·ＩＴｔ＋ｔＰｖ·ＩＶｔ）·ｔｒｘ

其中，ＩＣｔ、ＩＴｔ和ＩＶｔ分别代表第ｔ年城市、镇和农村非工薪女性人均纯收入。

２．数据来源
本部分研究所需数据主要参考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

数”、“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以及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
年家庭工资性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统计数据。

３．参数假设
（１）平均收入。本研究从弥补收入损失的视角，采取收入比率制的方式决定津贴标准。工

薪劳动者女性收入使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指标，城镇非工薪劳动者女性收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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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工资性收入”统计指标，农村女性收入使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
纯收入”统计指标。基于已有文献，假定女性职工人均工资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的９１．８％［１４］。

（２）收入增长率。假设未来工薪劳动者女性平均工资前１０年年均增长７％，后５年年均增长

５％；对非工薪劳动者女性收入做三种假设：“每５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５％、１０％、５％”，“前１０年
年均增长７％，后５年年均增长５％”，“每年增长７％”，其中城镇和农村同步增长。

（３）就业人数。根据经验数据以及对未来就业人口的判断，对就业人数增长率做低、中、高三种
假设，低方案为“前５年年均增长２．５％，后１０年年均增长２％”，中方案为“每５年年均增长分别为

３．５％、３．０％、２．５％”，高方案为“年均增长３．５％”。
（４）津贴标准比率。总结大多数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国际上的通用标准，假设工薪劳动者津贴为

女性工资收入的１００％，而城镇非工薪女性和农村女性津贴收入替代率分别按６０％、８０％、１００％三
种方案进行测算。

（５）津贴发放天数。按照《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生育１个婴儿女职工可享受９８天产假，
这里假设津贴发放天数为９８天。

４．预测结果
对于工薪劳动者，根据以上数据和参数假设，可以得到低、中、高三种方案下用人单位缴费率情

况（见图４）。从测算结果看，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随着整体人口结构的变迁和育龄女性人数的减少，三
种方案的费率都趋于下降。
对于非工薪劳动者，在低、中、高三种方案①下，生育津贴所需财政支出测算结果见图５。由图

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低、中方案下生育津贴的资金需求量增长平缓；即便是高方案下，年支出亦不
超过３００亿元。

图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用人单位生育津贴缴费率测算结果

　　

图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５年生育津贴财政支出测算结果

　　为了研究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对未来全国财政收入进行测算，基于谨慎原则，假设财政收入
以每年５％的增长率（与历年通货膨胀水平接近）增长，得到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三种方案下生育津贴所
需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见图６）。可以看出，三种方案下，生育津贴制度资金需求量占财政收入
的比重都维持在较低水平，财政支付能力处于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为此我们建议尽快建立并组织
实施生育津贴制度，把未纳入生育保险制度的非工薪女性劳动群体纳入，实现生育保障真正覆盖全
体育龄女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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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低方案指：收入增长率为“前１０年年均增长７％，后５年年均增长５％”，津贴收入替代率为６０％；中方案指：收入增长率为
“每年增长７％”，津贴收入替代率为８０％；高方案指：收入增长率为“每５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１５％、１０％、５％”，津贴收入
替代率为１００％。



图６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年实施生育津贴制度所需资金占财政收入比重

四、生育医疗保障资金估算分析

在分析生育津贴制度建立可行性后，还需要研究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后对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的影响。由于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比较低，尚难对全国统一估算，我们先以一个统筹地区
为例进行分析，而后根据全国数据进行大致估算。
本研究基于 Ｈ市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运行基础数据，对其生育医疗费用纳入医疗保险结算的

收支情况进行实证分析，从而确定新的费率标准。根据“以支定收”的思想［１５］，生育医疗费用纳入
医疗保险基金后，基金支出由生育医疗费用标准、报销比率及其生育人数决定，基金的收入则由参
保人数和缴费基数决定。假设第ｋ年基金所需增加的医疗保险费率为τｋ，其计算公式为：

τｋ ＝ ρＳ
ｋＦｋ

∑
πｍ

ｊ＝１６
ｌｋｄｍｊＤｋ－１ｍｊ （１＋φ

ｋ
Ｄ）＋∑

πｆ

ｊ＝１６
ｌｋｄｆｊＤｋ－１ｆｊ （１＋φ

ｋ
Ｄ）

其中分子代表生育费用的基金支出额，Ｓｋ、Ｆｋ 和ρ分别表示第ｋ年生育医疗费用、生育人数以及生育
医疗费用报销比率；分母表示缴费基数，π表示法定退休年龄，ｌｋｄｊ表示第ｋ年ｊ岁参保职工人数，Ｄｋｊ 表
示第ｋ年ｊ岁职工缴费基数，φ

ｋ
Ｄ 表示第ｋ年缴费基数的增长率，ｍ和ｆ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

生育医疗费用水平在城乡、不同级医疗机构差别较大。我们选择 Ｈ市作为估算对象，是因为该
统筹地区生育医疗费用按照单病种结算，即为生育产生的医疗费用确定一个支付额标准，费用结算时
按照所定标准结算，不按实际产生医疗费用支付。病种的费用标准是根据二级、三级医保定点医疗机
构相应病种住院医疗费用现状调查结果的平均水平确定，不同等级的医院执行不同的费用标准。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Ｈ市医疗保险管理机构自然分娩和剖宫产患者数据库，是 Ｈ市２１所三级

医院和８所二级医院以及社区医院生育的医疗费用。数据库共含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这两年住院的
自然分娩产妇和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这三年住院的剖宫产产妇，共计３　６８５人，其中自然分娩１　１９７人，
剖宫产２　４８８人，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病例１　３５８例，三级医疗机构病例２　３２７例，剔除没有进行手
术治疗以及费用极端的病例。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对费用的极值、离差进行测算，计
算出均值，从而估算出单病种的支付标准。结算标准见表３：

表３　Ｈ市２０１２年生育定额付费管理标准 单位：元／例

分娩类型 二级医院　　 三级医院　

顺产 ２　７１２　 ３　６８４

剖宫产 ５　６５８　 ７　４７１

　　资料来源：Ｈ市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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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Ｈ市的特点，结合近几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增加的实际情况，我们假定未来若干年在职
参保人员保持基本稳定，生育人数年均增长５％。根据Ｈ市经验数据，假设未来缴费基数年均增长
率为５％。根据这些假设，可估算得到２０１３年，当ρ＝７０％时，τ＝０．３９％；当ρ＝７５％时，

τ＝０．４２％；当ρ＝８０％时，τ＝０．４５％。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单病种结算标准来支付生育医疗费用，
在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比率为７０％的情况下必须要增加０．３９％的筹资比率，报销比率提高到７５％
的情况下要增加０．４２％的筹资比率，报销比率为８０％的情况下要增加０．４５％的筹资比率。　
我们可以对全国进行大致的估计：２０１２年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为２１９亿元，其中，生育医疗

费用为７４．７３亿元，占总支出的３５．５９％左右。生育保险的费率大约在０．８％—１％，那么职工医疗
保险大致要增加０．２８％—０．３５％的筹资比率。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额增加
的估算思路类似，由于测算相关数据不可得，本文不展开测算。总的来看，将生育医疗费用部分纳
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明显加重用人单位缴费负担，而提高城乡居民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水平，
则需要适度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筹资水平。

五、政策建议

生育保障权作为国民的一项基本权益，应当尽早落实。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生育保障制度改
革是必要且可行的，“生育津贴制度＋基本医疗保险中的生育医疗保障”是生育保障体系改革的目标。
当然，生育保障制度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改革。从现行制度过渡到新制度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从可行

性的角度来讲，有计划地分步实施是理想方案。我们认为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分拆生育保险制
度。将现行生育保险制度中的生育医疗保险部分划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余部分（即生育收
入补偿保险）形成生育津贴制度。第二步是提高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待遇。有计划、有步骤地提
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生育医疗保障水平，使各类生育者享有的生育医疗
保障待遇逐步接近，为形成包括生育医疗保险责任在内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奠定基础。第三
步是把生育津贴制度扩展到城乡居民。创造条件将面向工薪劳动者的生育津贴制度扩展到城乡居
民，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对象，从而形成全社会统一的、
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津贴制度。
第二，充分重视生育保障制度改革建设的综合社会效应。生育保障制度与人口、医疗卫生等领

域政策有密切关系，因而要从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高度，综合分析生育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的综
合效应，在生育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梳理内部关系，重新确立生育保障制度在其中的
地位。特别要注意生育津贴制度与人口生育政策的衔接和协调，生育医疗费用与基本医疗保险、公
共卫生政策的衔接和协调。
第三，妥善处理过渡期有关问题。制度改革的过渡期内需要妥善处理产生的新问题，减少改革

阻力。要坚持“保基本”原则，充分尊重社会保障刚性原理，确定合理的生育津贴标准和生育医疗保
障水平，并保证生育保障待遇不降低。在过渡方案中，设计继续保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生育保
障待遇但控制其待遇增长、稳定企业职工生育保障待遇、有计划地提高农民和城镇居民生育保障待
遇的相关政策。此外，对于配偶未就业的职工，在生育津贴标准一致和基本医疗保险中生育医疗保
障待遇一致之前，允许其配偶享受职工生育保障相应待遇。
第四，积极创造相关条件。为有效推进生育保障制度改革和建设，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一是适

度加大财政投入，除通过用人单位筹集资金解决工薪劳动者生育保障（含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
用）所需成本之外，需要适当增加财政投入，以解决农民和城镇非工薪居民生育津贴所需资金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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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生育医疗保障水平所需资金，本研究已经对此进行了估算；二是加快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整
合，减少制度运行成本和投机行为，均衡城乡居民生育医疗保障水平；三是着力提高生育保障管理
服务技术水平，加快管理方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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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作者和版本研究疑问辑录

程　勇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浙江 宁波３１５８００）

《三字经》作者和版本问题是历史公案，悬而未决。近年来，广东顺德启动“三字经”申报国家非遗项目，浙江将“三字经”列
为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助推了这一学术论争。笔者近读各位学者的论述，提出疑问和推测，以就教于方家。

２００４年李良品在《社会科学家》第５期上发表了《?三字经?的成书过程与作者归属考略》一文，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
区适子（１２３４—１３２４）而非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他提出的前三个理由均与《三字经》的内容有关，而笔者认为这三个理由
有待商榷。因为历代诸多学者都对《三字经》做了修订或增补，特别是叙史的内容，而且目前可见的《三字经》最早刻本是明
代赵南星（１５５０—１６２７）所撰的《三字经注》，不是王应麟的原本，况且作者例子所举的是“１２４８字的《三字经》”版本。很显
然，作者忽视了版本的因素。

２００７年吴光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第４期上发表了《?三字经?的作者及文化意义管见》一文，认为《三字经》的作
者是王应麟，其阐述的前两个理由仍有待商榷。第一条：章太炎在《重订?三字经?题辞》中云“世传王伯厚所作”，这不是章
太炎为王应麟做肯定判断，而是他本人未做考证的严谨表达，所以是作者理解偏差。第二条：作者举出最早注明《三字经》

作者的版本实物，是清乾隆年间的徐士业根据清康熙年间王相的训诂本校刊的《?三字经?训诂》，比清咸丰探花李文田所撰
的封面写有“区适子手著”的《三字经》早，这一点没有问题，但作者说“王相注解的是王应麟的原本”，证据不足。

２００７年李健明在《学术研究》第８期上发表了《?三字经?作者细考》一文，对各种说法进行了细致考辨，很多材料为新发
现，但论证也有破绽。首先，《广州人物志》中说的“蒙训三字经”与“三字经”古刻本是否相同，此文没有考证，而这一点很关
键，因为它是“区适子是《三字经》作者”说法的最早记录。其次，文中引述了清光绪年间的许印芳《增订发蒙三字经》序中的
话：“予尝见古刻本，正文皆大字，一行两语，后有小字注释，其叙事截至五代，卷端题名书乃王伯厚所撰”，但这个比较关键
的古刻本已亡佚。最后，对赵谦的假设缺少更多的史料印证，特别是赵谦回到宁波后推广《三字经》的相关史料。

李健明在《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１期上发表了《?三字经?作者区适子》一文，再次阐述《三字经》作者是区
适子的观点，也有两个问题。一是文中说“《三字经》当初全称为《训蒙三字经》。只是后来才逐渐简称为《三字经》”，但并未
论述“逐渐”的过程。二是文中所述“在区氏衡的著作《九峰先生集》的序言中，就有一段区适子与区氏衡过从甚密的文字，

从中可知区氏衡从当时的首都杭州所获取的启蒙教育资料和理念对区适子撰写《三字经》都有一定启发作用”。此处区氏
衡所获取的启蒙教育资料和理念是什么，则语焉不详，需进一步探究。

李健明在《学术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８期上发表了《?三字经?主要版本内容研究》一文，通过对《训蒙三字经》（民国年间广州
民智书局刻印本，封面未署作者）、《三字经注》（明代赵南星注）、《三字经训诂》（清代王相注）三种版本的内容比较，得出《训
蒙三字经》更接近传说中的古刻本《三字经》的结论。以这种方式来辨别作者，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需要细细甄别。文中
引用了明代郭棐（１５２９—１６０５）的《粤大记》中有关黄佐（１４９０—１５６６）的事迹：“（在１５３８年末－１５３９年初）至京，作《六经政
要箴》，又更正《训蒙三字经》，欲上之。辅臣不悦，书不果上而止。”这个史实记载反映了黄佐与《训蒙三字经》有联系，但到
底有怎样的关系，同样语焉不详。

２００９年张如安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２期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

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一文，从浙江慈溪的桂氏《家训》中提到《三字经》来考证得出《三字经》成书于王应麟出生前的结论。

作者根据《家训》第４９条记载的“惟用《文公家礼》”，又据桂万荣（１１４８—１２４３）于嘉定五年（１２１２）回慈溪居住，建石坡书院
并开始讲学，便将《家训》的成书时间断定为嘉定时代，这仍是值得怀疑的。根据桂氏《家训》第４９条内容只能确定这一条
成文于嘉定或嘉定之后，不能断定就是嘉定，更不能确定《家训》成书于嘉定，要确定家训第４９条和《家训》成书是桂万荣所
为，则需要更多相关资料佐证。因此，《家训》第７条（载有《三字经》）成文于何时，自然也不能确定。况《家训》经后代子孙
不断修订，存在内容亡佚、鼻祖迁慈时间说法不一等问题。因此，桂氏《家训》将《三字经》的文字记录提前了，但还是不能排
除作者是王应麟或区适子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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